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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流体力学在主动脉夹层中的应用及研究进展

李昭明，邓　 丽，王茂生

［摘要］：　 主动脉夹层是心血管疾病中死亡率最高的疾病，危害巨大。 现有诊断及预后评估手段主要依赖 ＣＴ 血管成像

检查，但该方法对血流成像以及流体力学变化缺乏有效参考，而计算流体力学可以直观、可视化地模拟人体血管内的血流动

力学状态并进行数值量化，因此，计算流体力学在血流动力学评估、术后效果评价及预测等领域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本文就

计算流体力学在主动脉夹层中的应用及研究进展做一简要综述。
［关键词］：　 主动脉夹层；计算流体力学；血流动力学；三维重建；数值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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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主动脉夹层（ａｏｒｔｉｃ ｄｉ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ＡＤ）诊疗基

于影像学进行，影像图像可以显示夹层的位置、大小

等信息，但无法评估血流动力学参数的变化，与传统

的诊疗策略相比，计算流体力学（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ｌｕｉｄ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ＣＦＤ）近年来被应用于模拟人体心脏大血

管系统中和血流情况，将难以直接分析的血流动力

学问题直观地展示出来，获取主动脉内血液的流速、
壁面压力、壁面剪切力等数据，在主动脉夹层的风险

评估、术后评估、疾病进展、模拟手术、手术方案设

计、医疗器械设计等都有巨大的潜力。 本文将重点

讨论 ＣＦＤ 在 ＡＤ 中的应用及研究进展，并进一步讨

论目前的挑战和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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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ＡＤ 概述

１．１　 ＡＤ 诊疗现状　 ＡＤ 是一种病情重、进展快、致
死率高的以剧烈的胸背部疼痛为主要表现的主动脉

疾病，是最严重的大动脉综合征之一，对患者生命和

生存质量造成巨大影响。 研究显示，ＡＤ 的发病率

为 ６ 人 ／ １０ 万人［１］。 但由于受到调查对象的限制，
ＡＤ 实际的发生率要比此前描述的要高［２］。 由于该

病发生原因多、机制复杂，目前仍未被完全研究清

楚，尽管近年来高血压发病率下降，但人群带病率上

升［３］，高血压已经成为引发 ＡＤ 的最重要因素。
ＡＤ 患者常常以剧烈胸痛或腹痛为就诊原因，

部分患者以腹痛为首发症状，少数患者疼痛不明显，
而表现为瘫痪、晕厥、呼吸困难、咯血或类休克［４］。

经胸超声心动图适合作为早期筛查使用，但不

能对主动脉全段进行评估，易漏诊。 经食管超声心

动图可以发现升主动脉末端到降主动脉的夹层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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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但是操作过程中可能会引起病情加重。 核磁共

振成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 ｉｍａｇｉｎ，ＭＲＩ）和 ＣＴ 血管

成像（ＣＴ ａｎｇ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ＣＴＡ）目前被广泛应用于主动

脉夹层的诊断，６９％病例的 ＡＤ 的诊断、特征和危险

分级是通过 ＣＴＡ 进行的［５］，两者均能准确反映内膜

撕裂的部位，清楚显示 ＡＤ 的真假腔，还可以对病变

数量及范围进行精确测定，从而准确分型，指导临床

治疗。 然而，单纯的影像学检查难以提供全面的

ＡＤ 病变信息，特别是血流状态与管壁压强等血流

动力学参数的变化；同时，随着精准医学需求的日益

增加，患者特异性的 ＡＤ 的功能学评估成为个性化

诊断和治疗的趋势［６］。
现今临床上治疗 ＡＤ 的方式主要包括内科药物

治疗、外科手术治疗和胸主动脉腔内修复术（ ｔｈｏｒａｃ⁃
ｉｃ ｅｎｄ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ａｏｒｔｉｃ ｒｅｐａｉｒ，ＴＥＶＡＲ）。 孙立忠教授

提出的 “全主动脉弓替换＋支架象鼻手术”，即“孙
氏手术”，成为许多心脏外科中心治疗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Ａ 型

ＡＤ 的标准术式［７］。 术后需要对手术疗效进行充分

评估，以降低患者术后死亡率，但目前常规的检查手

段难以获得一个可靠的术后疗效评价。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Ｂ
型 ＡＤ 还可以通过 ＴＥＶＡＲ 植入支架封闭主动脉内

膜撕裂口，然而不同期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Ｂ 型 ＡＤ 具体进展程

度以及病理变化均不同，ＴＥＶＡＲ 疗效也具有一定差

异［８］。
１．２　 ＣＦＤ 的重要意义　 ＣＦＤ 是近代流体力学、数值

数学和计算机科学结合的产物。 它以电子计算机为

工具，通过计算机和数值方法来求解流体力学的控

制方程，对流体力学问题进行模拟和分析，以解决各

种实际问题［９］。 ＣＦＤ 作为了解 ＡＤ 中解剖学和血流

动力学相互作用的工具，可明确描述 ＡＤ 患者的血

流动力学［１０］。

２　 ＣＦＤ 在 ＡＤ 中应用及相关研究

２．１　 ＣＦＤ 在 ＡＤ 中的应用价值　 基于 ＡＤ 患者的影

像学数据（ＭＲＩ、ＣＴＡ）， 构建该患者主动脉三维模

型和血流动力学的数值模拟研究，分析流场速度分

布、夹层破口剖面速度分布以及壁面切应力等数

据［６］，ＣＦＤ 的流程见图 １ 所示。 应用 ＣＦＤ 可以个性

化仿真患者主动脉内血流状况，识别易发生不良后

果的人群，并通过模拟不同的干预措施支持临床医

师进行决策［１１］；ＣＦＤ 可以模拟 ＡＤ 真腔和假腔在形

态学改变时的血流动力学变化，可用于连续监测治

疗前后 ＡＤ 的血流动力学变化［１２］。 通过虚拟手术

构建不同手术后的术后模型，对比不同手术方式后

主动脉内流速、壁面压力、壁面剪应力（ ｗａｌｌ ｓｈｅａｒ
ｓｔｒｅｓｓ， ＷＳＳ）以及相对停滞时间等相关参数，以得出

最佳手术方案，对于术后的患者可以应用 ＣＦＤ 从血

流动力学的角度评价 ＡＤ 手术效果［１３］。 影像学方

法难以直接观察主动脉内的血流情况，通过 ＣＦＤ 模

拟可以直观展示，然后选取关键部位，获取该部位的

血流流动状态、壁面压力和 ＷＳＳ 等数据。
２．２　 模型建立及边界条件 　 血管的几何形状多采

用基于医学影像的数据（ＣＴＡ、ＭＲＩ 数据等），利用软

件（如 Ｍｉｍｉｃｓ）进行三维重建，对模型进行裁剪、光
顺化及网格化处理，进行网格化处理时，理论上网格

划分越细，模型精确度越高，但也使得计算量增大，
因此需根据计算机性能选择合适的计算精度，充分

发挥计算机性能的同时获得更精确的数据。 模型施

加符合人体实际的边界条件。 ①进口边界条件：获
取主动脉内精确的血流流速需要对受试者采用侵入

性的方法才能获取血流相关数据，这样的操作具有

一定风险性，在实际临床上很难实现，可以通过四维

相位对比磁共振成像和多普勒超声测速，分别获得

主动脉内的三维血流速度分布和流速［１４－１５］，部分研

究为方便获取计算数据，直接采用已有研究者的研

究数据进行分析。 ②壁面边界条件：为了方便进行

计算，许多研究都把主动脉血管壁假设为无渗流且

刚性的管道，但是真实的主动脉血管壁是有弹性的，
血流流动时管壁会发生运动，因此需要考虑血液对

血管壁的作用，需运用流固耦合（ ｆｌｕｉ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ＦＳＩ）方法。 有研究分别用刚性壁和 ＦＳＩ 方
法对 ＡＤ 患者进行 ＣＦＤ 计算，发现某些低剪应力和

图 １　 ＣＦＤ 数值模拟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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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荡 ＷＳＳ 的组合区域仅在 ＦＳＩ 方法中被识别出来，
这些区域可能是 ＡＤ 进展的关键［１６］。 ③血液流场：
需考虑血液流场选用层流还是湍流模型。 层流或湍

流的发生与雷诺数 Ｒｅ 密切相关，Ｒｅ 定义为：
Ｒｅ＝ρＶＤ ／ μ
注：ρ 为流体密度；Ｖ 为流体流动的速度；Ｄ 为圆管的内

直径；μ 为流体黏度。

当 Ｒｅ 小于临界值（通常为 ２ ３００）时，流动为层

流，当 Ｒｅ 大于临界值时，流动为湍流。 理想条件下

（心脏的搏动周期为 ７５ 次 ／ ｍｉｎ，在 ０．８ ｓ 的心脏搏动

周期中，一般认为心缩期占 ０．３５ ｓ，心舒期占 ０．４５ ｓ）
人体血流 Ｒｅ＝ １ １３７，因此，正常人体模型中的血流

视为层流［１７］。 ④血液的属性：许多研究将血液视为

不可压缩的牛顿流体，但血液并不是单纯的液体，含
有无数血细胞及蛋白质，因此有研究者进行了血浆

及血细胞的两相流动模拟，能准确捕捉到局部低流

速涡流与低红细胞体积分数区域、高振荡剪切指数

值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分析局部血栓形成的可能

性［１８］。 ⑤多个裂口的问题：Ｄｉｌｌｏｎ－Ｍｕｒｐｈｙ 等［１９］ 提

出了耦合多域血流模拟方法，分别计算各区域的入

口和出口简化模型，再组合在一起计算，进行简化计

算以解决多个裂口的计算问题。
２．３　 影像建模质量　 由于应用 ＣＦＤ 进行分析必须

基于影像学图像建模，正如 Ｃｌｏｕｇｈ 等［２０］ 评论：“模
型结果的好坏取决于用于构建模型的信息的特异性

和质量。”模拟结果将受到影像学成像质量的限制。
最主要的困难来自于内膜皮瓣和撕裂部位的动态运

动［２１］，这些部分体积较小，常常在影像学图像上难

以发现或清晰度欠佳，难以获取内膜皮瓣和撕裂部

位的运动情况，导致建立的主动脉三维模型结构不

理想，难以精确模拟人体真实的血流情况。 而且，有
研究利用 ＣＦＤ 模拟对比夹层血流和去除内膜皮瓣

和撕裂部位的模型血流后发现，内膜皮瓣和撕裂部

位对主动脉，特别是降主动脉和胸主动脉的血流动

力学有显著影响［１９］，难以忽略进行计算。
２．４　 ＣＦＤ 应用在 ＡＤ 中的研究成果　
２．４．１　 ＣＦＤ 中需要关注的因素　 Ｍｅｎｉｃｈｉｎｉ 等［２２］ 发

现，血栓形成区域往往是血流停滞时间长的区域。
Ｍｅｎｉｃｈｉｎｉ 等［２３］ 随后创建了一个计算模型，表明低

ＷＳＳ 的区域可以与血栓形成的区域相关联，低 ＷＳＳ
区域有利于血栓形成。 他们最后在随访中通过 ＣＴ
验证了这一点。 Ｂｅｎ 等［１０］创建了几个理想的 ＡＤ 模

型进行 ＣＦＤ 分析，认为主动脉曲率、撕裂口的大小、
位于主动脉内弯的假腔和远端撕裂口闭塞均可引起

血流动力学的恶化。 继发性交通性撕裂，特别是较

大的撕裂，对降主动脉和胸主动脉的血流动力学有

显著影响［１９］。 由于真假腔在各处的压力差不一样，
Ｘｕ 等［２４］提出应用腔间压强差来量化真假腔在不同

位置的真假腔压强优势，而真腔压强占优者可引导

良性重塑，多出现在主动脉近端；假腔压强优势者则

增加不良事件概率，多出现在主动脉远端。
２．４．２　 在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Ａ 型 ＡＤ 中的相关研究　 Ｏｓｓｗａｌｄ
等［２５］发现在发生逆行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Ａ 型 ＡＤ 的患者中，
ＷＳＳ 较周围壁明显增加。 Ｌｏｎｇ Ｋｏ 等［２６］ 在 ＣＦＤ 模

型中观察到，在收缩期中期，假腔 ＷＳＳ 明显高于真

腔 ＷＳＳ，这可能会引起假腔的进一步扩大，逆行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Ａ 型 ＡＤ 发病的血流动力学与此密切相关。
Ｍａｌｖｉｎｄｉ 等对 １ 例合并单尖瓣主动脉瓣的升主动脉

瘤患者进行了 ＣＦＤ 分析，结果显示动脉瘤内血液呈

异常螺旋状流动，升主动脉右后外壁 ＷＳＳ 增加，这
些数值大大高于主动脉壁剥离的理论临界值，他们

由此判断此处将发生 ＡＤ，随后通过 ＣＴ 扫描，并在

夹层修复手术中证实了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Ａ 型 ＡＤ 的发

生［２７］。
２．４．３ 　 在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Ｂ 型 ＡＤ 中的相关研究 　 Ｃｈｅｎｇ
等［２８］通过 ＣＦＤ 研究了 ５ 例急性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Ｂ 型 ＡＤ 患

者后发现，近端撕裂的位置和大小决定了假腔内的

血流量，形态学分析与 ＣＦＤ 模型相结合可能有助于

预测急性 Ｂ 型 ＡＤ 的进展，从而选择合适的治疗方

式，但仍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得以证实。 Ｂｅｎ 等［１０］ 研

究发现多种因素可以引起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Ｂ 型 ＡＤ 患者假

腔内压力升高，引起假腔进一步扩大，其中远端撕裂

闭塞和近端较大撕裂对假腔压力的影响最为密切。
段晓杰等［２９］ 通过 ＣＦＤ 模拟不同血压条件下 Ｓｔａｎ⁃
ｆｏｒｄ Ｂ 型 ＡＤ 患者的血流动力学，在高血压条件下的

血流对主动脉壁施加更大的压力，易于造成血流涡

流，增加了主动脉内膜破裂产生夹层的概率。
２．４．４　 ＣＦＤ 可以作为评估 ＡＤ 治疗效果的一种方法

　 Ｋａｒｍｏｎｉｋ 等［３０］ 应用 ＣＦＤ 和 ＭＲＩ 对急性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Ｂ 型 ＡＤ 治疗前后的血流情况进行研究，观察 ＴＥＶ⁃
ＥＲ 治疗前后 ＷＳＳ 和动压（ｄｙｎａｍｉｃ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ｄｙｎＰ）
的变化，治疗前，ＷＳＳ＞５ Ｐａ 和 ｄｙｎＰ ＞８０ Ｐａ 出现在

入口撕裂处和真腔狭窄区。 治疗后，除支架近端和

再入口撕裂处外，真腔内 ＷＳＳ 低于 ３．３ Ｐａ，ｄｙｎＰ 低

于 ５５ Ｐａ。 随访 １ 年后，胸主动脉段完全重构，腹主

动脉假腔未有血栓形成。 通过虚拟闭塞入口撕裂模

拟 ＴＥＶＥＲ 治疗，发现治疗后假腔内压力显著降

低［３１］。 Ｃｏｓｔａｃｈｅ 等［３２］ 应用 ＣＦＤ 分析了 １６ 例应用

多层支架治疗的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Ｂ 型 ＡＤ 患者治疗前后主

动脉内血流动力学后发现，患者术后真腔体积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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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腔体积减小，真腔内血流呈流线型，血流整体流速

和压力降低，流动的阻力也明显减少，他们认为这可

以成为一种评估 ＡＤ 治疗效果的方法。 Ａｒｍｏｕｒ
等［３３］研究了 ＴＥＶＡＲ 术后患者血流动力学，发现胸

段支架远端与再撕裂入口（ＳＧ－ＦＲＴ）的距离越远、
假腔流量减少、时间平均 ＷＳＳ 较低、越有利于假腔

内血栓形成。 通过 ＣＦＤ 合理选择支架植入的区域，
以保证足够的 ＳＧ－ＦＲＴ 距离，有利于术后血栓形成。
熊江等人提出应用血流功能指标真假腔压强差平衡

位置（ ｆｉｒｓｔ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ＦＢＰ）来判断 ＴＥＶＥＲ 术

后的真假腔重塑效果和残余假腔扩张的风险，由于

主动脉近端多位真腔压强占优势，因此，ＦＢＰ 位置越

高说明真腔受压越严重，意味着病情越严重；他们分

析了 ＴＥＶＥＲ 术前及术后的模型，发现植入支架后，
ＦＢＰ 向主动脉远端移动，该移动距离 ｓＦＢＰ 可由于

量化患者 ＴＥＶＥＲ 术后的血流动力学获益，可作为

评价 ＴＥＶＥＲ 有效性的血流动力学指标。
２．５　 当前 ＣＦＤ 研究的限制性　 很多研究虽然利用

ＣＦＤ 对主动脉内血流进行了分析，不同的研究采用

的建模方法各有不同，这导致研究者们的结果也有

差距，而且研究结果缺乏有效验证，特别是没有利用

４Ｄ Ｆｌｏｗ ＭＲＩ 进行高质量的验证［２３］。 应用 ＣＦＤ 参

与 ＡＤ 的诊疗，目前仍处于实验阶段，距离指导临床

决策仍有一段距离。 由于每个患者都是独特的个体

模型，难以使用理想的标准模型进行针对患者个体

的研究，ＣＦＤ 应用于临床中最主要的挑战是开发和

测试一种临床医师可用于为患者进行个性化的风险

评估、疗效评价的方法。 深度学习神经网络有望成

为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途径，深度学习神经网络能

够分析有无数种可能的复杂问题，因为神经网络中

的层能够将每一步近似为因果序列对结果进行分

析。 通过机器深度学习实现当前 ＣＦＤ 模拟流程的

自动化，在未来可以明显加快对患者的评估，并且临

床医师可以在没有具备 ＣＦＤ 和高性能计算知识的

专业工程师的帮助下进行。 程序包括以下内容：访
问 ＣＴＡ 或 ＭＲＩ 数据开始重建患者 ＡＤ 模型；生成

ＡＤ 结构的计算网格；将边界条件应用到模型中；计
算模拟数值计算流速、压力和 ＷＳＳ 等血流动力学数

据，最后得出可视化结果数据［３４］。 随着对 ＣＦＤ 在

临床上的持续深入研究，它可能成为大多数病例的

常规诊疗手段，包括那些根据其他特征被认为是高

风险的病例，当该患者发病时，计算模型可以把关键

信息在超急性期提供给临床医师，帮助临床医师开

展诊疗工作。

３　 结语及展望

ＣＦＤ 在 ＡＤ 中的应用目前还处在实验阶段，
ＣＦＤ 在 ＡＤ 患者的风险评估、模拟手术、疗效评估等

方面有巨大的潜力，这是以往各种诊疗手段都难以

完成的。 但是，目前应用 ＣＦＤ 评估患者需要耗费大

量时间，且需要临床医师和计算工程师相互配合完

成，对于超急性期、急性期 ＡＤ 患者并不合适。 尽管

有不少研究者通过 ＣＦＤ 研究了压力、解剖、流速等

因素对主动脉内血流动力学的影响，但很多因素，如
内膜瓣的运动、主动脉血管壁的运动等很少被研究，
这些因素同样被认为对血流动力学有较大的影响。
完善各种因素对血流动力学的影响，以开发深度学

习神经网络程序，实现临床医师应用 ＣＦＤ 快速对患

者进行分析并得出决策，将是未来的重要发展方

向［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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